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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职务犯罪的成因与对策

[摘  要] 本文主要对职务犯罪的表现进行了剖析，分析其存在的成因根源，研究探索预防预防务犯罪的对策和惩治职务犯罪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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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6月1日，云南省省长李嘉廷辞职，没说任何理由、原因；9月26日，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李嘉廷中央候补委员职务，开除其党籍。这是近几年来又一起典型的高官落马案，根据中纪委公布的查处结果，李嘉廷收受贿赂，共折合人民币119万元。近年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日趋猖獗。实践证明，遏制职务犯罪重在预防。预防职务犯罪已经成为新时期检察机关面临的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工作。

1、 职务犯罪的成因及表现

职务犯罪是一个国际性课题，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避免，无论是民主社会还是集权社会，都不可能从根本上铲除职务犯罪。职务犯罪从根本上来说是公权的滥用。公权之所以滥用，其客观前提有三：一是权力垄断，如果官员手中没有足够的垄断权力，职务犯罪就不可能发生，权力垄断程度愈高，职务犯罪发生的机率愈高；二是稀缺资源。这里说的稀缺资源包括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如果官员掌握的不是稀缺资源，职务犯罪也不易发生，相反，资源愈稀缺，“腐败市场”⑴愈成为卖方市场；三是自主决定权。自主决定权愈大，职务犯罪发生的空间愈大。如果官员有一定自主决定权又难以控制，那么一定会造成三个腐败空间：1、通过拖延批准时间诱人贿赂；2、通过维持一种含糊不清的资格认定标准拒绝服务；3、通过提高资源的稀缺性索取贿赂。这种因职务形成的“便利条件”⑵甚称诱发职务犯罪的机会之源。利用“职务之便”⑶是某些职务犯罪非常典型的一大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职务本身的便利条件客观上为职务犯罪的实施提供了可乘之机，也使犯罪人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实施职务过程中可能承受的风险。据新华社《经济决策参考》报道，浙江省富阳市工商支行资金管理科存款员蒋洪良，从2000年初开始，他假冒市财政局名义，私刻全套公章和私章，在工行虚设一个帐户，采取虚开支票的办法，先后从财政局的户头中转帐支走2300万元，提现700万元。为了弥补资金窟窿，他利用每月亲自送给市财政局对帐单的职务之便，把工行开具的对帐单藏起来，每次都伪造对帐单送给财政局。而他的舅舅就是该市财政局局长。因此，财政局从来没有怀疑他，也没有进一步跟银行核实。直到今年元月，工行与财政局进行每月例行对帐时才偶然发现帐户余额与财政局的记录有重大出入。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职务之便的案例。

从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来看，有两点不容忽视。一是人性的本质。法治的存在其实是以“人性恶”⑷的预防为前提的，形形色色的职务犯罪其实都是“人性恶”这一幽灵演绎行为“作品”，⑸“人性恶”可以说是职务犯罪的人性之源。从根本上讲，人性之恶是不可能真正杜绝并且也是难以改造的，而只能通过法律等制度化的理性力量最大限度地予以遏制。“人性本恶”、“官性本贪”⑺从道义上讲，尤其是从传统道德观念方面来讲，凡是公职人员都应该假定为潜在的腐败者。“恶人”⑻的假设对于预防职务犯罪的制度设计具有积极的意义；二是利益诱惑。权力的滥用也好，不作为也好，绝大多数情况下，职务犯罪是基于利益的目的，利益驱动是绝大多数职务犯罪的第一推动力，基于“唯利是图”的贪婪目的，是绝大多数职务犯罪的利益之源。“经济人”的假设是剖析职务犯罪的可行模式。

从职务犯罪行为的表现类型上讲，职务犯罪有积极的“作为”和消极的“不作为”之分，有“贪利型”和“侵权型”之别，有“物质型职务犯罪”和“非物质型职务犯罪”之别，从罪名类型上讲，职务犯罪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是贪污贿赂犯罪，二是渎职犯罪，三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其中，贪污贿赂犯罪堪称当前职务犯罪领域极其猖獗的“重头戏”。⒄近年来，全国纪检机关共查处省部级干部（不含军人）16人，其中因腐败问题而被查处的10人。这10人在任职期间，均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收受贿赂或者谋取非法好处和不正当利益，其中受贿价值在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有两人。渎职犯罪属于职务犯罪领域颇具隐蔽性的“幽灵”，由于其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及人们对其危害程度的认识差异程度，到目前为止，真正由于渎职犯罪而受到严厉制裁的在职务犯罪惩处对象中占的比例并不高，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中，尤以触目惊心的刑讯逼供为烈。因刑讯逼供致人重伤乃至死亡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因刑讯逼供屈打成招而出现严重枉法裁判的个案并非鲜见。

2、 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

职务犯罪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原因，遏制职务犯罪，应当从源头抓起，正本清源，标本兼治，通过“制度化”预防从源头上有抑制和防范职务犯罪，努力使公职人员“不敢实施职务犯罪和不想实施职务犯罪。”
1、打好“时间差”，①搞好超前预防和动态预防。从时间程度讲，预防职务犯罪应当具有明显的超前性和动态性，寓预防职务犯罪于侦查、公诉和检察监督之中，将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与预防职务犯罪有机结合起来。相对于一般性质的刑事犯罪而言，职务犯罪具有较强的演变性而极少突发性。职务犯罪从犯罪动机产生到实施犯罪，从初次尝试到反复实施，通常都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时间差”，这为预防工作提供了一个发觉、警示和防范的良好契机，因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要善于打“时间差”，通过超前预防和动态预防最大限度地将职务犯罪遏制于萌芽状态。

2、突出重点，对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对象实行重点预防和监控。从空间角度上讲，金融证券、海关、国企、医药、工商、税务、建筑及司法等行业或部门是职务犯罪的“重灾区”，应当纳入职务犯罪的重点预防对象和预防网络的重点监控的领域。各级单位“一把手”尤其是上述重点行业或部门“一把手”，更应作为重点预防和监控的重中之重。无论是政界还是学术界都认为，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腐败发展的高峰期，许多重大腐败案件的发生时间都在九十年代初期和中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一是腐败的数额巨大，金额达到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数亿元；二是腐败官员的级别高，陈希同案发前系中央政治局委员，成克杰案发前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均已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三是“一把手”居多，这与“家长制”④的复活不无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有了制度就好办了。从理论上说，的确如此。但是，现实的情况往往是“有形的制度”敌不过“无形的家长制”，再好的规章制度，再严厉的党纪国法，一遇到拥有“绝对权力”的一把手，都会变成一纸空文。因此，必须下大气力防止“家长制”死灰复燃。此外，基层是预防职务犯罪的生力军，在预防职务犯罪领域任重道远且大有作为。

3、明确目标，力争实现“多赢”⑧局面。就检察机关而言，检察机关通过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可以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和树立检察机关良好形象，并且可在有效遏制职务犯罪日趋泛滥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自身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压力；就发案单位而言，防范于未然的预防职务犯罪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轻其因内部蛀虫肆虐而蒙受的经济损失，保证正常的管理秩序；就某些公职人员而言，预防职务犯罪其实是防止其从权力腐败的沼泽坠入职务犯罪的深渊，对其个人前途和政治生命负责的体现，而放任自流和姑息养奸无异于“见危不救”乃至“见死不救”。从这个角度来说，预防职务犯罪于公于私皆有益，完全可能实现“多赢”。

4、加大责任警示和追究力度，使公职行为始终置于一定的压力之中，最大限度地遏制职务犯罪现象，刚性的责任压力机制是预防职务犯罪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职务是权力的标识及载体，职务犯罪是典型的权力腐败现象。而有权力就意味着有责任，权力与责任乃是一对形影相随的双胞胎，责任始终置于法定责任的轨道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权力与责任严重脱节，责任的缺席或疲软是导致职务犯罪现象泛滥的一大病灶。要强化责任意识，使公职行为始终置于一定的压力之中，使用责任如高悬于公职人员头顶的那把随时可能坠落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从而最大限度遏制职务犯罪现象。责任警示和追究制度是防止公职人员越轨及违规行为蜕变为职务犯罪的有效举措。检察机关应当通过检察建议书及时督促或协助有关部门或单位建立健全责任警示和追究制度。

3、 惩治职务犯罪的对策

加强法制建设，将预防工作推上法治化轨道，努力从机制上预防职务犯罪，保证检察机关独立行使立案、调查、检查、扣捕、起诉、支持公诉、法律监督等各项检察权，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1、建立健全惩治贪污、贿赂条例，使之法律化、规范化。事实上，制定专门的惩治贪污、贿赂条例，在国外已有例可循。涉及反腐败的法案也有100多部。我国在反腐败的长期实践工作中，相关部门（公、检、法机关）已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有的虽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但较为分散，不便操作；有的则没有上升为法律，使得一些好的措施不能充分运作，或者缺乏规范，得不到贯彻执行，缺乏制约。

以“两规”制度为例，这是对涉嫌职务犯罪或违纪的领导干部采取的一种非诉讼的调查方式。现虽基本定型有了较固定的程序，但“两规”最大的缺陷是于法无依，如果将举报制度、“两规”专案制度法律化、规范化，将给一些特殊反腐败措施提供法律依据。

2、预防职务犯罪案件得到公平审判，必须保证相关部门独立行使权利。职务犯罪对象往往涉及官员，背景复杂，关系网庞大，难免不受到各方面的干扰，严重影响其独立性。保证反贪机构的独立性也是各国普遍奉行的原则，因此，必须健全法制，通过法律规定赋予办案人员采取特别调查措施和特别督办措施的权力，使督办人员不受各方面干扰，同时还应赋予督办人员在行使督办公务时，要求得到任何人协助的权力，保证相关部门独立办案。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3、严肃查处职务犯罪的案件。保持查办案件的强劲势头，重点查办领导干部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的案件，查办利用人事权、司法权、审批权、行政执法权谋取私利的案件，查办官商勾结、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严惩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认真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果。加强信访举报工作，开通举报网站。完善查办案件协调机制，不断增强有效突破案件的能力，加大惩治职务犯罪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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